
談隨州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

張懋鎔

一、族 屬 問 題

近來，隨着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資料的陸續披露，〔１〕關於西周曾國的

族屬問題再次引發學界的熱烈討論。〔２〕先前關於曾國的族屬就有姬姓與非姬姓兩

種不同的看法。這次曾國多座墓葬的發掘，内涵比較複雜，由於其中的 Ｍ１“棺底有一

橢圓形腰坑”，“坑内殉一狗”，並出土“師作父癸”方鼎、“師作父乙”圓鼎等日名銅器，

遂使族屬問題更加撲朔迷離。李學勤先生堅持他的一貫主張，西周曾國是姬姓；曾國

墓地的主要發掘者黄鳳春等先生也力主墓地主人是姬姓；李伯謙、張昌平等先生根據

姬姓周人不以日干命名的説法，斷言“包括曾侯在内的此墓地的墓主人決非姬姓”；朱

鳳瀚先生則以爲“僅從葉家山墓地已出土的青銅器之銘文看，尚不能確證此曾侯屬

姬姓”。

承蒙諸位專家引用“周人不用日名説”爲證，我不勝榮幸，也不勝惶恐。我已經在

多篇文章以及一些演講場合中强調，希望能全面理解與引用“周人不用日名説”。〔３〕

對於像葉家山這樣内涵複雜的西周墓地，如何來推定它的族屬，我想首先還不是看出

土銅器上有無日名或族徽，而是遵循考古學的基本原則，從墓葬形制入手。大致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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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幾個標準：

第一，對於成片的商周家族墓地而言，不能由其中一座墓或少數幾座墓葬顯示的

某些文化因素（如有腰坑或殉人）來定，判斷其爲商遺民墓地、非姬姓家族墓地。應綜

合考察墓葬形制。

在殷墟，大部分墓葬有腰坑，腰坑應該是商人的葬制。與此相反，近年來在岐山

縣周公廟附近發現大量墓葬，無論是大型墓，還是中小型墓，墓葬中無一例外地不見

腰坑。關於周公廟墓地的性質，雖然學術界有周王陵、周公家族墓地等不同的看法，

但一致認爲它是周人的墓地。顯然周人是不用腰坑的。從有無腰坑去判别殷遺民與

姬周貴族的墓葬，誠然是個不錯的辦法。但是實際情況並非這麽簡單。例如陝西寶

鷄茹家莊１號墓乙室中也有腰坑，殉葬一犬，〔１〕但並没有學者認爲茹家莊墓地是商

遺民墓地。再譬如在山西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Ｍ１１４殉葬一人，〔２〕但也

没有學者否認這是姬姓國君的墓葬。雖然葉家山１號墓也有腰坑，殉葬一犬，但在已

發掘的幾座較大的墓葬中，只有這一座墓有腰坑，其他墓葬如 Ｍ６５、Ｍ２、Ｍ２７均没有

腰坑與殉犬，因此不足以否定曾國爲姬姓的事實。

葉家山１號墓在腰坑與殉犬方面雖然不同於其他墓葬，但是它與 Ｍ２、Ｍ２７“自北

向南大致排列在一條綫上”，它與 Ｍ６５、Ｍ２、Ｍ２７都具有“墓坑四壁光滑”，“墓坑四邊

設有熟土二層臺，二層臺面高與原椁蓋面高相等”，“葬式爲仰身直肢，頭向東”，“棺内

鋪有朱砂”等特點。以上這些葬制、葬式的重要指示作用絶不輸於一個小小的腰坑。

所以，總體而言，葉家山１號墓與 Ｍ６５、Ｍ２、Ｍ２７諸墓在葬制、葬式方面的相似性大於

差異性。

第二，要緊的是分析整片墓地的年代走向，墓與墓之間的早晚關係，看看什麽是

這片墓地的主流文化。

簡報作者與參加筆談的諸位專家都認爲 Ｍ１早於其他墓葬，這是正確的。正因爲

Ｍ１的年代最早，離商代末年更近，也更容易受到商文化的影響。周承商制，商人慣用

的日名、族徽、腰坑、殉人，爲什麽就不能在周人那裏留下痕迹呢？

我們已經著文説到姬周貴族也偶爾使用日名，如召公家族銅器，但總共也不過十

來件，比起幾百件不用日名的周人銅器來説，畢竟是極少數了。而且個别姬周貴族使

用日名有一定的前提條件，即使用日名的時間很短，主要在成康之時；使用日名的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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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很窄，主要是周王（如武王）和大貴族（如召公一支）；使用日名的地域偏東，這些日

名銅器都出自原本殷商文化氛圍濃郁的地區。我們一再强調：“假若没有一件姬周貴

族的銅器上綴有日名，作爲殷商時期非常重要的日名制度在周人身上竟没有打下任

何印記，那反而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失去了歷史的真實。”〔１〕同理，如果没有一位姬

周貴族使用腰坑，恐怕也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只是隨着時間的推移，商文化漸漸消

退，漸漸融合到周文化中，所以 Ｍ６５、Ｍ２、Ｍ２７就没有腰坑與殉犬了。

Ｍ１的墓室面積爲９．００平方米，Ｍ２的墓室面積爲１４．２６平方米，Ｍ２７的墓室面

積爲３２．８３平方米，Ｍ６５的墓室面積爲１７．５７—１８．１７平方米（墓口）、１５．３９—１５．７７平

方米（墓底）。相比之下，Ｍ１的墓室面積偏小，又缺乏有“曾侯”、“曾侯諫”字樣的銅

器，怎能代表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的文化内涵呢？

在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什麽是占主流地位的銅器？當然是鑄有“曾侯”、“曾侯

諫”字樣的銅器。除了 Ｍ１，Ｍ２、Ｍ２７、Ｍ６５都出土了“曾侯”、“曾侯諫”所作銅器，而且

以鼎、簋、甗爲主，顯示了周人重食文化的新潮流。意味深長的是，“曾侯”、“曾侯諫”

所作銅器上均不見日名與族徽，這又爲“周人不用日名説”添一佳證。至於 Ｍ２、Ｍ２７、

Ｍ６５也出土不少有日名、族徽的銅器，並不奇怪。因爲在西周早期的墓葬中，銅器的

來源十分複雜。譬如在寶鷄竹園溝１３號墓中，有父辛圓鼎、父辛分檔鼎、戈鼎、史父

乙豆、覃父癸爵、父己壺、父辛盤等，〔２〕有族徽、日名的銅器比没有族徽、日名的銅器

還要多，這些族徽、日名銅器或來自贈送，或來自掠奪，也不排斥是兩種文化相融後的

産物，所以不能簡單根據族徽、日名銅器來判斷墓葬族屬。〔３〕Ｍ２、Ｍ２７、Ｍ６５出土的

日名、族徽的銅器，多數是酒器，來自不同的國族，很雜亂，不代表墓葬的主流文化。

總而言之，在判斷墓葬及其出土青銅器的族屬時，要從葬制、器物的文化色彩和

相關文字資料作統籌研究，不可偏頗。

二、文 化 因 素

對古文化遺存進行文化因素分析與族屬分析是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上面已經

涉及文化因素分析，簡報作者與參加筆談的專家也談了很好的意見，本文擬做些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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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就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的銅器而言，大致可分爲商式與非商式兩種。那些日名、

族徽銅器都是商式銅器，例如 Ｍ１出土的師方鼎、父丁冉斝，Ｍ２出土的父乙分襠鼎，

Ｍ２７出土的守父乙觶，Ｍ６５出土的父己分襠鼎等。還有一些没有日名、族徽的銅器也

是商式銅器，例如 Ｍ１出土的獸面紋簋，Ｍ２７出土的獸面紋圓鼎，Ｍ６５出土的扁足鼎，

等等。在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商式銅器要比周式銅器多。就在曾侯諫所作的方鼎、

圓鼎、分襠鼎上，也可以看到濃郁的商文化色彩。對於西周早期墓葬，出土如此衆多

的商式銅器，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不能據此來判定墓葬的族屬。多數銅器的文化

指向並不能決定墓葬的性質。在這裏，要特别關注那些非商式的銅器及其裝飾特點。

１．方座簋：Ｍ２７出土疑父方座簋１件（Ｍ２７：１７）。我們主張方座簋起源於陝西

寶鷄地區。〔１〕經過統計，有出土地點的西周早期方座簋共有３８件，陝西２０件（其中

寶鷄１２件，涇陽２件，長安３件，臨潼１件，白水２件），河南洛陽３件，山東５件，北京

３件，遼寧喀左２件，江蘇丹徒１件，湖北隨州３件，湖南株洲１件。資料表明方座簋

主要出土於陝西的寶鷄地區，而後一支向東，影響到當時的成周（河南的洛陽），一支

向北，影響到北京的燕國；至於山東地區出土的方座簋很可能不是從成周而來，因爲

整個豫東地區未見有方座簋，而是受到燕國的影響，因爲著名的梁山七器（有太保方

鼎、太保簋、太保鴞卣）就出在山東壽張。〔２〕另一支沿漢水向東南發展，影響到兩湖

地區，Ｍ２７出土疑父方座簋可以説是這種影響的結果。或以爲方座簋起源於河南安

陽，果真如此，爲什麽安陽以南鄭州到武漢一綫未見一件方座簋？僅從傳播路綫看，

也可佐證方座簋起源於寶鷄。Ｍ２７是葉家山墓地迄今發現的最大一座墓葬，唯一的

一件方座簋就出在這裏，可見曾侯對方座簋的重視程度。與曾國不遠的鄂國，出土兩

件方座簋，加上傳世的鄂叔方座簋（集成０３５７４，方座内懸有小鈴鐺），隨州成爲南方出

土方座簋最多的地方。這裏既有四耳方座簋（鄂叔方座簋），也有雙耳方座簋（疑父方

座簋），形式多樣。

附帶説明一點，鄂國銅器中帶鋬的鄂侯弟■季尊、觶，其文化因子可能也來自寶

鷄。任雪莉博士在《從寶鷄新出亞共尊看西周特殊的具鋬銅器》一文中指出：甘青地

區自馬家窑文化開始，具鋬陶器一直是這一區域器物的主要風格特點。寶鷄竹園溝

墓地 Ｍ１曾出土了馬鞍罐和雙聯罐各一件，可見西北地區的青銅文化———辛店文化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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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寺窪文化對寶鷄地區的影響。寶鷄出土的兩件帶鋬尊（２０１２年３月寶鷄石嘴頭村

出土的亞共尊及寶鷄竹園溝 Ｍ４出土的■季尊）是受到了西北地區羌戎文化的影響而

産生的。“寶鷄地區是這種形制獨特的具鋬銅器的一個重要起源地。風格漸趨成熟

的單鋬尊後來有可能沿漢水進入湖北地區，這也就是鄂侯弟■季尊、卣出現的原因

了”。〔１〕我們贊同這種説法。

２．蝸身獸紋（也叫蝸紋、捲體夔紋）：疑父方座簋（Ｍ２７：１７）腹部裝飾蝸身獸紋，

這是一種很有特點的紋飾。據任雪莉博士研究，蝸身獸紋只流行在西周早期武王至

康王時期。〔２〕它的分佈也有一定規律，主要出現在陝西寶鷄、涇陽，甘肅靈臺、四川

彭縣一帶。寶鷄有６件（其中竹園溝２件，戴家灣１件，岐山３件），涇陽高家堡戈國墓

地５件，甘肅靈臺白草坡３件，四川彭縣竹瓦街５件，湖北隨州１件，遼寧喀左１件。

這説明蝸紋最早的起源地有可能在陝西關中地區，而後影響到了甘肅、四川、湖北、遼

寧等地。蝸身獸紋的起源、輻射及傳播路綫與方座簋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方座簋上

飾蝸身獸紋，特殊器型加上特殊紋飾，出現在葉家山曾國墓地，很值得尋味。

３．乳丁紋：曾侯方鼎兩件（Ｍ２７：２３），形制、紋飾與作册大方鼎（集成０２７５８）相

近，唯腹部所飾乳丁較長且頂端尖鋭。這種又粗又長又尖的乳丁紋多出現在陝西關

中西部。鄒衡先生將這類銅器認爲是先周文化的器物。〔３〕當然這件曾侯方鼎上的

乳丁紋的尖鋭程度不及關中西部的器物，但可以看出它們之間的關聯。特别之處還

在於曾侯方鼎口沿下龍身上下所飾的小渦紋上各有呈梅花狀的５個小乳丁。這種裝

飾較爲少見，因此具有很强的指示作用。這種紋飾在涇陽高家堡戈國墓地 Ｍ３、Ｍ４的

方鼎上出現過。這種紋飾也見於葉家山墓地的另一件銅器———獸面紋小鼎：（Ｍ１：

１４），可見它在葉家山墓地不是一種孤立的現象，表明製作者對乳丁紋有一種細緻入

微的觀察與特殊的興趣。

４．獸面紋小鼎：（Ｍ１：１４），通高１６．２—１６．４、口徑１１．５、足高６．６釐米，重１１８０

克。與天馬—曲村晉國墓地 Ｍ６０８１出土的兩件南宫姬鼎有點相似。後者高１６．４、口

徑１４．４釐米，重１０２５克。〔４〕區别在於前者有高領，上有獸頭與紋飾，後者無領，也

無紋飾。朱鳳瀚先生懷疑它不是晉國器物。〔５〕更接近的器物是臺北故宫博物院所

藏的一件欠父乙銅鼎（集成０１５３２），高１５．４釐米（綜覽鼎２７０）。從 Ｍ２出土的曾侯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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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媿甗、簋來看，結合這件獸面紋小鼎的紋飾風格與曾侯方鼎有關聯，它有可能借鑒

了北方媿氏家族銅器的形制與紋飾。

５．銅劍一件（Ｍ１：２４），與寶鷄竹園溝 Ｍ４：５５劍接近。〔１〕這種扁莖柳葉形劍，

主要出土在陝西寶鷄竹園溝、茹家莊以及甘肅靈臺一帶。在河南洛陽、北京琉璃河、

江蘇儀徵、湖南長沙也有發現。盧連成先生認爲它在殷末周初發源於陝甘一帶，寶鷄

地區是使用流行的中心地區。〔２〕也有學者主張它發源於四川，譬如高大倫先生指

出，“三星堆出土這種柳葉形劍當爲目前所知同類型中最早者”，“應爲蜀文化的典型

器物”。〔３〕當然，它也可能與來自西亞地區的扁莖劍有關聯。〔４〕葉家山的扁莖柳

葉形劍或者直接受到陝西寶鷄地區扁莖柳葉形劍的影響。

６．龍形鉞（Ｍ６５：９），通長２６．７釐米，有二管狀銎。這種形式的銅鉞通常叫作有

銎耳形鉞，它是西周新出現的鉞形制，數量很少。輪廓與中原的圓形玉鉞相似，但管

銎的設置則借鑒了北方長體有銎刀的作風，可以看成是一種融合型的器物。〔５〕甘肅

靈臺白草坡 Ｍ１出土一件虎形鉞，通長２３．１釐米，有二穿。陝西韓城梁帶村芮國墓地

Ｍ２７、Ｍ５０２也分别出土一件虎形鉞，前者通長２３．５釐米，後者殘長１８．５釐米，但無

穿，有二管狀銎，更接近葉家山的龍形鉞。Ｍ２７的年代在春秋早期，但這件虎形鉞是

西周早期的器物。據陳昭容先生考證，西周早期的芮國在今陝西與甘肅的交界處，離

靈臺與寶鷄都不遠，〔６〕它們之間的交流更多，相似之處也更多。長安張家坡 Ｍ１７０

也出土一件，〔７〕可能受寶鷄的影響。有趣的是葉家山龍形鉞上的龍眼，與隨州羊子

山出土鄂器上獨特的神面紋眼睛的形態一樣，説明曾國銅器也受到鄂國銅器的影響，

這件龍形鉞是在當地製作的，是多元文化的結合。

７．虎紋戈一件（Ｍ６５：７０），與寶鷄竹園溝 Ｍ１９：６０虎紋戈接近。〔８〕以虎紋作爲

主要裝飾，是一種特徵比較明顯的兵器。這種虎紋戈在甘肅靈臺白草坡西周早期墓

葬中出土了十餘件，形式多樣，有些銅戈從形制到紋飾幾乎與葉家山虎紋戈一致。〔９〕

·７２１·

談隨州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盧連成、胡智生：《寶鷄■國墓地》第１６２頁。

同上注，第４４３—４４４頁。

高大倫：《廣漢三星堆遺址出土玉石器的初步考察》，《考古與文物》１９９４年第２期，第８４頁。

李剛：《中國北方青銅器的歐亞草原文化因素》第５７—５９頁，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韓金秋：《夏商西周時期中原文化中的北方文化因素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２００９年。

陳昭容：《談西周早期虞芮兩國位於千河流域的可能性》，芝加哥藝術博物館與芝加哥大學顧立雅中國

古文字學中心主辦“近二十年新出土中國古代青銅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２０１０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張家坡西周墓地》第１６８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盧連成、胡智生：《寶鷄■國墓地》第２０３頁。

甘肅省博物館文物隊：《甘肅靈臺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學報》１９７７年第２期，第１１２—１１４頁。



當然這種形制與紋飾的銅戈也可能來自巴蜀，或者葉家山虎紋戈受到來自陝甘交界

一帶以及四川的雙重影響。

總而言之，無論從青銅禮器還是青銅兵器來看，西周早期的曾國銅器一方面受到

商式銅器的巨大影響，另一方面與陝西周王畿地區的青銅器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在

曾國銅器中，看不到像銅尖底罐那樣特色鮮明的■國銅器；同樣是在隨州，在曾國銅

器中，也看不到裝飾神面紋那樣極有個性的鄂國銅器。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曾國是

一個姬姓的諸侯國。

以上我們所舉例的所謂有特色的曾國銅器，也多是受到陝甘交界一帶青銅器的

影響下的産物。由此可見曾國在銅器製作和禮制方面與周王朝保持經常性的交流，

這或許是曾國得以長期存在的一個原因。而那個有點桀驁不馴的鄂國就很快被周人

消滅了。

最後需要説明的是，本文僅僅是依據已經發表的４座墓葬的資料來作判斷，結論

未必妥當。葉家山的發掘還在進行之中，希望在將來有更多的發掘資料公佈之後，再

來作研究。

（張懋鎔　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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